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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书信体时论，顾名思义是以书信文体书写，在报章上发表的时事议论文章。

书信原先仅作为私人关系中的表达，然而随着清末民初新型报章的出现，开始渐

渐通行于各大报章的栏目，其中报章设有通信栏，促使了大量的书信体时论出现。

书信体时论撰写的场域变化，从私人进化为群体的互动关系，其书写目的亦不如

同私信，而是作为一种报章教导国民的媒介。书信体游走于公与私之间，从一八

九八年戊戌政变失败后至五四运动期间，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十年与五四运动前五

年，知识人全情投入，化私为公对于国家“救亡图存”讨论尤为激烈。书信时论

以导民为目标，其书写特性亦向时代与读之间的需求转变：情感上以凝聚国民为

主、议论上以说服国民为要。本文借由书信文体的公开展示，来看过渡时代底下

知识人转化国难的道德与忧国双重焦虑，所展现的一种隐私政治化的情理现象。

报章作为文明传播利器之一，书信文体的设立与社会的重视，形成一种社会公共

精神。 

 

【关键词】 书信体时论、感性与知性、公开化、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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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梁启超（1873-1929）于一九零一年言：“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

1近代中国自戊戌维新以后，力求“人群进化”2。知识人之间对于“如何进化”

都争论不休，大量报馆的成立形成投稿报馆的文字笔战风气。各大报馆杂志之文

体应读者或革新分子政治宣传需求进行变动，如由梁氏创立的《时务报》设立了

论说、上谕、奏折、资料、外国报章杂志翻译、文艺等专栏3，所谓“有益于国事”

者，几乎涵盖了大多数文体，其中便有“书信体时论”——顾名思义以书信体来

撰写时事议论的文章。 

 

第一节 研究动机 

 

近代中国，上至政治机构，下至社会各大阶级被迫接受欧洲事物的输入，思

想上都备受冲击。社会知识人被欧洲各国的“现代”思想所震慑，顿时兴起“师

夷长技以制夷”4的风潮。报馆就此刊登了大量知识文人倡反西学的议论文，无论

是守旧派、改良派、以及革命派等人，皆以文章的形式来宣传其政治思想。报馆

的知识人自认肩负“救国与启民”的大任，梁启超更以书信体文章——〈敬告同

业诸君〉来说明报章的职责：“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

 
1 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过渡时代论>，《梁启超全集》第二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页 292。 

2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页 292。 

3
 【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香港 :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2），

页 171。 

4 【清】魏源，《海国图志》（长沙：岳麓书社，1998），卷 1，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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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也。”5前者报馆作为媒体来执行，后者开

国民之智则需依笔下文章，更何况“尺牍之美，非关造作，妍媸雅郑，每肖其人。”

6，文有别裁，其写作方式备受瞩目。 

就此，不得不让我思考何以书信体经过历代的文学演变仍然通行？或许从周

作人《日记与尺牍》一文中可得到答案：“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

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地表出作者的个性。”7从文学抒情的角度出发，书信

体因强烈的作者特质得以流传，解答了先前的疑惑，但具强烈作者情感的书信体

如何满足过渡时期救亡图存之需求？这便是本文欲解答之困惑。本文参照《辛亥

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以小见大，选取报章最具代表的文章来窥视当时思想

潮流8，其中引人瞩目的是不少尺牍，居然扮演一种“原始察终，见盛观衰”9的

角色。 

书信体发展另外一条跑道是“书信体小说”。十八世纪欧美书信体小说的大量

兴起10，书信体小说被翻译传入中国，但正如陈平原所说的都不曾大张旗鼓。直

到一九一五年包天笑（1876-1973）的《冥鸿》才正式将书信体带入小说形式。11

可见书信体一直以来都停留在应用文体上，鲜少跨越其界限进入其他文体。虽书

信体占有一席之地，但又在文体学的演变中反常低调，皆因其强烈的抒情特征难

以撼动。基于欧美书信体小说的流行，多数的书信体研究集中于小说体，学界大

家如陈平原、周作人（1885-1967）或欧美书信体论著都集中于讨论书信体小说。

 
5 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敬告我同业诸君>，《梁启超全集》第三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8），页 649。 

6
 李兆洛〈駢體文鈔序目〉,《骈体文钞》（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页 33。  

7 周作人，《雨天的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2000)，页 10。 

8 张枬, 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北京 : 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

店，1962），页 3。 

9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1），页 2875。 

10 Janet Gurkin Altman. Epistolarity: Approaches to a Form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2), 3. 

11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页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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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体时论之研究羽翼未丰12，故其开拓成本相对高，正是论文的成果切要。 

借由梁氏言报馆为国民导者一说，报章在选取刊登文章，抑或作者在撰写

投稿文章，其用意定以“开民智”为导向。此处生起了若干疑问：究竟为何选取

书信为一种报章公开文体？若因其特性，书信又如何为社会建立其所需之公共性？

究其根本仍是书信体时论如何满足近代中国知识人的要求？若能，书信体在议论

文领域其形式如何在过渡时期达到知识人救国与启民的目的，以上种种全是本文

欲以解答之困惑。 

 

第二节 研究综述 

 

“书信体时论”并不是主流的研究题材，但可从前人研究中吸取研究养分。

书信文体研究著述并非始于近代，早在魏晋时期业已存在。近代学界的研究大多

以书信体小说为主体，针对报章书信体而论的相对少，但仍给予我研究上的启发。 

较早具备系统性的文学研究著作《文心雕龙》，收录了<书记>篇，故可从

此窥探中国书信体的书写传统。对于书信体进行了总结： 

 

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

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13 

 

书信体的本质是“尽言”与“散郁陶”，以书写者内心情绪畅言为主，说明了书

 
12 从近人研究来看，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学》等文体研究著作、

所言及之书信，虽然都谈及书信著作化之倾向，但不妨皆是专注其个人抒情与文学性方面，如书信小说

等，鲜少触及报章书信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 

13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62），页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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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体抒情的感染力，然心情的交流是建立在书信“条畅”“优柔”抒写的形式，

点明了书信体抒情特性与其抒写形式有直接的关系。但其美中不足在于，《文心

雕龙》过于重视书信的抒情性，视书信的作用与诗歌抒情特质相同，而忽视书信

其他特长。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学》基于“本在尽言”，对中国传统书信进行了全

面的梳理，从各种题材的书信进行讨论，确立了书信文体本身的多样性，不全如

《文心雕龙》言抒情而已，整理了书信因应内容主题的变化，出现文风上的转变。

褚氏认为书信较一般文章更带私人色彩，能够看见写信人最真实的一面，故视其

为重要的史料。从史料的角度讨论书信，显然作者欲以突出书信作为人物研究的

真实价值，故本文可借鉴褚氏之观点来一窥书信体时论所呈现一种公共领域14的

意识形态。褚氏言之“预设读者”的设想较为瞩目，指出写信者会“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的特性。此说法并非指书信的真实性存疑，相反的点出书信的私人

关系与读者群，往往能够呈现写信者与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珍妮特·古尔金·奥尔特曼（Janet Gurkin Altman） Epistolarity: Approaches 

to a Form 针对书信体抒情性总结出功能性的概括： 

 

Given the letter's function as a connector between two distant points, as a bridge 

between sender and receiver, the epistolary author can choose to emphasize either 

the distance or the bridge.15 

 

作者可选择放大或缩小与读者之前的桥梁。珍妮特的论述说明了书信体的运用是

作者一种有意的行为，甚至能被作者操控它的与读者的距离。珍妮特言：“the letter 

 
14 “所谓公共领域，哈贝马斯意指的是一种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力领域之间的机

构空间和实践，其中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

一致意见，并组织对抗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从而维护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汪民安

主编，〈公共领域〉，《文化研究关键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页 91。） 

15 Altman. Epistolarity: Approaches to a Form,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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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seems tailored for the love plot, with its emphasis on separation and reunion.”16，

书信体特征对于情感包容与突出，且作者具有最大权限去控制它，或许是近代知

识群体试图建立社会“公共性”的桥梁。珍妮特的论著提供本文对于欧美书信体

抒情的特征别于中国论著的纯粹“本在尽言”，更进一步提出了书信强调分离与

团聚。 

论及书信的区分，弗雷德里克·卡拉（Frédéric Calas）《书信体小说》指书

信作者有意模仿真实书信的私密性、个体性、相互性17，主要就是为了隐藏沟通

与虚幻的痕迹，尽量让书信读起来更加“真实”。显然公开书信作者会因应读者

目光，在书写上更为刻意，但无论其如何隐藏，正如陈平原言“书信的著述化本

身也意味着一定程度的装腔”18。卡拉指书信体小说因形式上的特殊性，使读者

能忘记作品不是虚构，是真实的信件，进而进入作者有限的主观世界。19弗雷德

里克之“作者有限主观世界”，似乎说明书信与生俱来的特质，能够让读者接触

写信者之思想，本文不妨以此设想来看书信在公共领域的发挥。 

论及书信之抒情，不得不触碰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 1905-

1975）所谈及“真诚” 20的表现。值得注意，特里林认为真诚不是个体的存在出

现，而是以一种具互动关系的社会存在： 

 

Doubtless, when we think about sincerity, we first conceive of it as a quality of the 

personal and private life, as bearing upon the individual's relation to himself and to 

others as individuals.21 

 
16 Altman. Epistolarity: Approaches to a Form,14. 

17 【法】弗雷德里克·卡拉着、李俊仙译，《书信体小说》（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页 3。 

18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页 205 

19
 【法】弗雷德里克·卡拉，《书信体小说》，页 51-52。 

20 真诚 (sincerity) 是指表现在外的感情和实际的感情之间的一致性。(Lionel Trilling, 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 2.) 

21 Lionel Trilling, 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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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来往似乎就是个体真诚与他人相连接的具象化，特理林更指这种连接，与王

国、国度不同，前者的个体有批评的权利，更有以此为己任的个体。22 或许本文

可照特里林的观点来观看中国，过渡时期之报馆群体与知识人，他们以监督政府

为己任真诚地将个人感情投放在公共领域里，寻找与其相互应的知音，就是别于

国、国度的连接。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范围 

 

本文将所采书信时论例子，限定于一八九八至一九一九年之间，因这段时

间是改良运动后，思想激荡最为激烈的时代，且期间经历辛亥革命、未经历五四

运动之改革，社会百废待兴，报章上不同的思想与主张大量串流，其忧国情怀最

为高涨。本文将针对书信体时论的体裁进行讨论，故不得不涉及俄罗斯形式主义

为研究方法。正如上文所说，“书信体时论”作为当时非主流的文体，其对读者

而言是相当新鲜的。什克洛夫斯基（Iosif Shklovsky，1893-1984）言： 

 

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你所见的视那样，而不是如同你所认

知的那样；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

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是和时延，既然艺术中的领悟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

他就是理应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之创造的方式，而被创造物在艺术

中已无足轻重。23 

 

 

 
22 Lionel Trilling, 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 , 26. 

23 【俄】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着、方珊译，《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1989）,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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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书信体结合时论是创造者试图以“反常化”和“复杂化”的形式来颠覆读者

一般的认知，而其动机正是要通过文体使读者改变既有的思想。职是，以上的论

述提供文本形式的思路，过渡时期大量出现反常化的作品，如新小说、书信体时

论，正是要改变社会的既有思想，故本文以俄罗斯形式主义来研究书信体时论的

知性（第三章）。 

过渡时期的时代氛围，呈现出一种具有时代意识形态的抒情，正如王德威所

言的： 

 

“抒情”不仅标示一种文类风格而已，更指向一组政教论述，知识方法，感

官符号、生存情境的编码形式，因此对西方启蒙、浪漫主义以降的情感论述

可以提供极大的对话余地。24 

 

以“情”作为一个论述和情景来看，书信呈现不是一种单向的个人抒情，而是一

个时代群体的缺失主张。通过王氏所定义抒情去看待书信关系中的抒发，方可辨

识出情中的时代叙述。 

书信作为一种具备高度隐私的文体，阅读者应限于写信与收信人而已，但

是这种隐私进入公众视野后，它的本质就进行了质变，兼具了私人关系与公共领

域之间互相利用的关系。借由报章书信来研究过渡时期之意识形态，便是窥探当

时知识人的一种隐私公开习惯，即一种自救与转化焦虑之社会性方法。王汎森总

结出隐私公开化的传统本因： 

 

中国传统思想中有一股巨大的道德转化的焦虑，在这股焦虑之下，人们急于

提升道德层次，但是又认力靠着自己的力量无法完成这个工作，所以需要藉

 
24 王德威，〈“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

（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10），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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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他人，一方面帮忙发现病症，一方面进行最无隐讳的批评。故要求人们将

自己最隐秘的思虑与生活公开化，由他人帮助检讨批评。25 

 

王氏针对中国隐私公开化的三种方式进行整理，得出以上中国道德转化的传统需

求。此种“道德焦虑”无疑是过渡时期知识人忧患的共同难处，在公开的传统下，

书信便是最好的媒介进入公开领域来达到转化焦虑。本文将以王氏所言之“焦虑

转化”来一观书信私信来往的公开，如何转化知识人之亡国焦虑。 

 

第四节 研究难题 

 

书信的出现，往往不是单一的，而一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在整理书信时候，

需要辨别这封信上写给谁？回复谁？这对于资料相对缺少的本校图书馆是相当

困难去查找确认的，且信件往往不会注明回复哪封信件，仅留名而已，故在收取

书信样本较为费力。书信时论的中文研究较少，多数是书信体小说或家书研究，

相对的却留下了些许空隙，故唯有借鉴书信各方面研究思路，来研究时论。 

报章上的书信众多，但是往往质量参差不齐，故需要经多次对照与查阅，方

才寻得质量较好的样本。幸得前人整理，可从个人全集、选集、报章全集中，寻

得质量经过审核之书信。唯有书信体时论的资料查找较为费时，主要其不如家书、

私信等，皆有以类整理书信出版成集，如《曾国藩家书》、《梁启超家书》等，书

信时论多数出现在报章或夹杂在全集中，故需更仔细查找。 

 

 

 
25 王汎森，〈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 联经出版公司，

2003），页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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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书信体时论之嬗变 

 

 

 文体研究者展开任何研究，几乎都不得不溯本求源，究其根本，唯有如此

方能深入其研究。随着时代之流变，书信推而广之与公共领域结合，在过程中

其写信与收信者之二元关系本质上的转变，形成一种属于时代的“过渡时期书

信体时论”（以下简称“书论”）。本章旨在追本溯源，梳理书信传统之书写、

抒情特征、书写群体上，掌握书信的基本面貌，在此基础上梳理书论固有与变

化之书写本质。 

 

第一节 书信体之书写溯源 

 

自汉代以迄，中国的书信业已脱离公牍的性质，主要成为个人相互交往的工

具。26诚如绪论所言，传统书信体本就是“心声之献酬也”，其天职本就在表达“情”，

与一般具强烈知性特征的论说文有别。从徐望之《尺牍通论》论及的书信特征中，

便可一观二十世纪初，中国学界对于书信的定位： 

 

尺牍兼为情感之文，尺牍中有极富情感之文字，开适清灵如诗歌，可以手舞

足蹈，可以悦性怡情，绝非理论文章，冠冕堂皇，恪守绳墨者比。27 

 

自南朝梁《文心雕龙》至民初的《尺牍通论》，书信的抒情特征都依然作为文体

 
26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页 375。 

27 徐望之，《尺牍通论》（烟台：中国银行同人消费合作社，1935），页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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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成分，其具备的感性特征与私人色彩，亦是文人趋之若鹜地使用的原因。 

虽说，书信体历经唐代古文运动的改革，扩张了书信体的内容，往更广阔的

范围发展，凡是文学、论政、学术的题材都相近出现，但皆处内心情感之言，具

有浓厚的抒情色彩28。书信发展并不是线性的往个体情感之外发展，时至明清出

现了新的变化，上位者的强权统治，鱼雁来往的议论空间被强力压缩，虽来往更

为频繁，但题材却往个人抒情发展，尽量避开政治与社会现实29。避开政治现实，

清代书信写作者更倾向于书写家书，以倾述或抒发个人的情感来保障自身。30 

从欧美学界来侧面观照书信特征，便可得知书信与情感的紧密： 

 

In fact, the letter form seems tailored for the love plot, with its emphasis on 

separation and reunion. The lover who takes up his pen to write his loved one is 

conscious of the interrelation of presence and absence and the way in which his 

very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reflects both the absence and presence of his 

addressee. 31 

 

书信文体的写信人与收信人的缺席，使得写作者或读者都会在接触书信时，都会

有意识的感受对方的存在。写信者会投射自我对预设读者（收信人）的感情在书

信中，而写作者缺失亦会使读者有意识去感受书信中写作者的存在或感情。从民

初报章上能够感受到书信动之以情的特点，一九零三年《新民丛报》（第二十五

号）刊登的公开信〈敬告我国民〉： 

 

 
28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页 382。 

29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页 386。 

30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页 388。 

31 Altman. Epistolarity: Approaches to a Form,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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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书于《新民丛报》读者诸君，冀以间接力得普达于我所敬、所爱、所恋、所崇拜、

所服、从之四万万国民。……国民聚族以居此士者既四千年，乃会无人事上历史上

可纪念可庆祝之一日，而惟取无意识之天象，蹈常习故，聊以自娱，即此一端，而

其为国民羞者固已多矣。32 

 

写作者对预设读者之眷恋，以及对其身处之国家之担忧，无论用词或口吻都极具

关心，正是写作者在写作时感受读者的存在所营造出的。当读者阅读时，亦能感

受写作者对国民担忧之急迫感，全赖于书信充当读者与写信者的情感桥梁。 

    鲁迅（1881-1936）〈摩罗诗力说〉有言中国统治阶级为了管治人民，以各

种框架来约束人民以文学作品发声，如“诗无邪”33。相较于诗歌、骈文等，书

信主张尽抒心声，其内容和体裁并无过多限制，书信必然发展成内容多样，与骈

文和诗单一主题不同，经常出现公私掺杂的讨论。一九零二年《新民丛报》（第

二十四号）节录《法时尚任斋主人复简》刊登，黄遵宪（1848-1905）来信与梁

启超讨论曾文正传之事宜，但其全文不仅讨论曾公，亦讨论黄氏个人文学作品，

并相求与梁公：“当令大小儿携之来，饮食起居有人照料，但乞公为谋一学堂，

以何为宜耳”34。可说是情、理；私人生活与公共话题的结合讨论，往后书信体

试论亦然。 

 中国自汉代固有“以文会友小寓学于书”35的习惯，时至宋代已有书信隐私权

的意识，凡是私自偷窥他人书信皆视为不德36，故文人与官僚可无所畏惧地尽吐

真言于书信。中国的书信风气较于旺盛，相反欧美的书信发展未有形成一种完成

 
32 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敬告我国民>，《梁启超全集》第四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页 114-115。  

33 鲁迅，《坟》，《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页 70。 

34 黄遵宪，<致梁启超函>，《黄遵宪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页 439。 

35 徐望之，《尺牍通论》，页 160。 

36 徐望之，《尺牍通论》，页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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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系。十二世紀初，宋代官方书信快递系统业已发展完善，官员间互相传递书

信亦有完整的流程，相反，当时欧洲的书信发展似乎未成气候，书信传递多数依

赖自家奴仆。37借由观照欧美与中国的差异，不难察觉，无论是传递统或伦理规

范，中国的书信系统在早期就已有规划性的发展。 

基于书信是精英阶级的来往工具，书信在言语之间，难免会有“装腔作势”

的恭维笔法，以维持双方颜面。过渡时期之书论仍照搬旧套，以装腔的笔法书写：

一九一七年《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钱玄同（1887-1939）回复南丰美以

美会基督徒收录在之〈文字改革及宗教信仰>，信中其直言：“我实在没有空工

夫来打这无请的笔墨官司”38，尔后仍附上恭维句以维持论战的和谐：“今得足

下之‘忠告’ ，此后主张，自当益求‘进锐’，切戒‘退速’，以副雅意。”39。

这种书信的“亲疏得宜” 40特征更利于清末民初文人间之正面论学，促使书信体

成为了报章论战的主文体之一。 

以上针对书信书写的追溯，可见书信整体统的发展稳定。书信自汉以来之通

行，以致其受到文学家与政府的关注，故得以持续性的发展。历经多次文学革命，

甚至时至过渡时期，都未被革新文学分子去除，成功从明清兴盛至过渡时代，进

而衍生出书信体时论。 

 

第二节 过渡时期之书信体时论 

 

从本文的讨论中，可见得书信承接了大部分的固有书写传统，并无过多的变

 
37 熊雍、徐力恒，〈12世纪中国和西欧的书信文化——一个比较〉，《北大史学》2016 年第 20期，页

335。 

38
 钱玄同，〈文字改革及宗教信仰——钱玄同复南丰没以美会基督徒悔信〉,《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上

海：人民出版社，1954），页 627。 

39 钱玄同，〈文字改革及宗教信仰——钱玄同复南丰没以美会基督徒悔信〉,页 628。 

40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页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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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提出“救亡图存”，报章便开始出现不同的书信体时论，

其中以呼吁行动的公开信与辩驳私信为主。随着环境与对象的变化，书论与以沟

通为目标的书信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即篇幅的扩张。通信尺牍尚短而精，而书论

却是往一般文体的篇幅发展： 

 

尺牍文字尚短隽，长篇书牍，固与其他文字相同，惟短札一二行，意逐则止，

而其情缕缕，片语胜于长言者，此亦尺牍文字之奇观也。41  

 

书论服务对象不再只是相同思想领域的写信和收信者，一旦书信公开在公共领域，

服务对象就会扩展至首次踏入书信内容领域的读者，故需以长篇幅补充资讯。《梁

启超家书》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所载之书信的差别，便是书论改变

的力证。 

书信因外在呈现的方式与环境的转变，从一般写信者与收信者的二元关系，

转向写信者、收信者、读者之间的关系。写信者的书写目的，是为了同时传达信

息给收信者和报章读者，往往自以为无关的人也会变成预设读者，在阅读的过程

中惊觉与信中所谈之议题有关，变成真正的收信者。书信互动关系的角色变化，

或可借鉴欧美书信性质来观照差异： 

 

A letter is any written message addressed by one or more persons to another person 

or group of people to whom the message is expected to be delivered, or anything 

that is written in this form.42 

 
41 徐望之，《尺牍通论》，页 15。 

42 Jordan Zweck, Epistolary Acts Anglo-Saxon Letters and Early English Media（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1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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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欧美书信不再如一般单一写信者与收信者，往往两者都不限于一人而

已。书论与欧美书信相似，不再局限于私信的双人互动模式，公布在公开领域中，

使得书信的变成一种集体的书写与阅读。书论的创造者，必然是写信者，但同时

亦会经过报章编辑的修改；书信的预设读者，除了收信者、还有报章的读者，故

原先较于单一的议论空间，变成了一种多面向的讨论。 

诚如前文所言，报章还有呼吁性质的公开信，通常都是针对一个群体的读者

而写（group of people）。相反，通讯栏里的私信是有一个既定的收信者，但不一

定是报章的记者，亦可是以报章作为媒介给特定收信人。事实上书论写信者不在

乎收信者是否看到刊登的书信、或收信者是否存在，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影响报章

读者与建立一种意识形态，例如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之〈文学革命之反响〉，

钱玄同伪装保守派的“王敬轩”写信给“新青年诸君子”43或《公言报》上的〈林

琴南致蔡元培函〉：“此书上后，可以不必示复，惟静盼好音，为国民端其趣向，

故人老悖，甚有幸焉。”44便知来信的人的比起收信者的回复，更在乎作为报章

读者是否有看见公开信。是以，书论的本质已不是建立写信人与收信人的桥梁，

因为若只是简单的沟通，何必公开书信于报章上？大可直接寄信。 

 若仅以书信的公开，并不足以形成一种书信的多声调讨论，叶韦君针对个人

经验在通讯栏的研究总结三种通信方式45，指出了书信“公众”形成的主要原因： 

 

表现报刊将私事转为公事的媒介特性，但光是公开刊载并不足以形成“公众”，

读者需要激发共鸣的议题，需要有意义规划的版面，需要编辑情理兼具的回

 
43 王敬轩，〈文学革命之反响——王敬轩君来信〉，《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

页 265。 

44 林琴南，〈林零南致蔡元培函〉，《蔡元培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页 275。  

45 叶韦君总结了编辑引导读者将个人经验引入公共领域，并形成一种公众的三种方法，分别是：以个人生

活咨询、以个人生活经验回应社会问题、以个人观点挑战社会禁忌。（叶韦君,〈个人经验与公共领域:

《妇女杂志》通信栏研究(1915-1931)〉，《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017 年第 29 期，页 8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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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46 

 

正如叶氏所言需有意义的规划，在通讯栏中编辑会参与回答来信，尽管编辑不是

收信人。但除了编辑的回应能够引起共鸣，我认为编辑对书信节录裁剪都在影响

读者的眼光落地之处，提高书信议题的关注度。根据表（一）所整理出参考书论

中，编辑的介入可分为以下三类： 

首类，编辑会裁去书信的特征，即开头与结尾的恭维句，集中在书信议论主

体，如《新民丛报》刊登的〈东海公来简〉（图一）、〈章太炎来简〉（图二）

等皆属这类。次类，编辑会节录与报馆宗旨相同的议论部分，或有利于其主张的

部分刊登在报章上，《新青年》刊登吴敬恒〈致钱玄同先生论注音字母书〉正是

典型的例子，钱玄同为其做的注中言及：“现在接到吴先生寄来全信，才知道登

在《时报》上的只有十分之三，还有十分之七改登上海《中华新报》”47编辑会

依据报馆宗旨与目的来刊登书信内容，吴氏之所以完整刊登在《新青年》，因为

钱玄同是该报的编辑，主张文字革新，故以吴氏之信来教导读者。末类，编辑截

取书信部分内容，如《新民丛报》（第二十号）〈法时尚任斋主人复简〉仅截取

其议论“中西学比较，真理愈出”的讨论、《新民丛报》第二十四号〈水苍雁红

馆主人来简〉则是只截取曾文正传的讨论。 

 
46 叶韦君,〈个人经验与公共领域:《妇女杂志》通信栏研究(1915-1931)〉，页 91。  

47 吴敬恒，〈致钱玄同先生论注音字母书〉，《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页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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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1902 年《新民丛报》第十三号〈东海公来简〉首段部分被裁剪48 

 
48 黄遵宪，〈东海公来简〉，《新民丛报》第十三号（台北：艺文印书馆, 1966），页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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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1902 年《新民丛报》第十三号〈东海公来简〉尾段与〈章太炎来

简〉首段被裁减4950 

 
49 章太炎，〈章太炎来简〉，《新民丛报》第十三号（台北：艺文印书馆, 1966），页 57 

50 黄遵宪，〈东海公来简〉，页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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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内容编辑影响了读者的注意目光，仍不足以带入公共领域，需配合时间

感的突出方能促成。报章与书信具备被强调时间的特点，前者因固定时间出版的

习惯，而后者则是书写传统上有记时的惯例：“书札封寄，应记明某年月日，因

近世通讯，不仅问起居，道思慕而已。”51报章的日期作为一种领域的标记，将

所有事件并列在同一个时间领域里，即报章出版的当下，而书信的日期被视为一

种桥梁将读者引入特定事件讨论场域，亦可将书信日期视为一种事件的索引。安

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1936-2015）提及报章作为想象共同体的方式，

不是因为报章能够导民，而是报章能够让一切变得真实： 

 

At the same time, the newspaper reader, observing exact replicas of his own paper 

being consumed by his subway, barbershop, or residential neighbours, is 

continually reassured that the imagined world is visibly rooted in everyday life. 52 

 

过渡时代报章之普及，固然能让读者更加相信书信的真实性，而往往添加真实感

是日期，即与读者有关的日常时间，因为其让人觉得“我们”皆共处同一个时空，

故所有讨论都会“与我有关”。书信突出了公共领域议论的时间，其出现方式可

分为以下三类： 

    首类，书信传统中有署名后记时的惯例，以供考察书信书写日期，如《新青

年》通讯栏中的书信多数皆属此类。次类，编辑为书信修改日期的位置，凸显某

个时间段来说明事件的关联性，如及上图所列之〈东海公来简〉（图一）、〈章

太炎来简〉（图二）等皆属此类。末类，书信内文中出现日期，通常都会在首段，

如《新民丛报》第二号〈尺素五千纸〉（图三）。次类与末类排列方法，与传统

书信将日期标明在末段不同，更能够凸显时间的存在，使读者不得不意识到时间。 

 
51
 徐望之，《尺牍通论》，页 57。 

52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6),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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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新民丛报》第二号〈尺素五千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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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论日期是一种时间性的追求，写信者通过时间的精确突出，表现一种“共

时性”53，往往能够让读者地投入其所营造的某一瞬间。正如图三〈尺素五千纸〉，

行文谈及的“今日”便是一种书信所呈现的当下的状态，让时间停留在事件的日

期。此种做法突出了当下的议题急迫性，因为书论排除所有当下以外的过去，断

绝连续的时间线，读者在阅读时自然进入了当下的时间。费迪南·德·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就认为：“共时方面显然优于历时方面，

因为对说话的大众来说，它是真正的、唯一的现实性”54书论所呈现国难的迫切

与真实，正就是依靠当下共时所建立的。 

书信以不同的形式来说明一段时间内所发生事情和论战，并强调其同时发生

在人人的日常生活中，呈现出一种公共领域的议题。书信日期静静悄悄地把读者

引入一个由时间建立的公共领域，让他们相信书信所讨论的是一种生活日常的要

事，进而成为共同体（中国国民）的参与者。 

那为何书论各异，读者仍能感受到其国患之真实？因书论共享一种基本条件，

具备同一性55。书论所构成的实体不仅是纯文体上等偶然材料，如书写方式等，

而是一种过渡时期的意识形态，日期的突出正是它的共时性的基本条件。简言之，

书信日期作为一种共同点，内含社会背景的要素，使读者无法避开当下状态的约

束，以救亡视角来阅读。读者一旦察觉到书论的时间，便能辨识其中的意识，例

如过渡时期刊登在《新民丛报》与《新青年》的书论，不约而同的讨论国家政体

与新文字等议题，而此时日期的突出无疑是一种察觉“救亡图存”的同一要素。 

报章上大量的信息串流，无疑书信最为适合成为报章文体，因其具备处理信

 
53 “共时性”是费迪南·德·索绪尔提出语言研究的内在二重性的其中一个。索绪尔认为语言对于说话者

而言，它们在时间上的连续是不存在的。摆在他面前是一种状态。所以语言学家要了解这种状态，必须把

产生这状态的一切置之度外，不管历时态。他要排除过去，才能深入到说话者的意识中去。（（【瑞】费尔

迪南·德·索绪尔著,高明凯、岑麒祥、叶蜚声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页

113。) 

54【瑞】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页 123。 

55 索绪尔所谈及语言的“同一性”，它是共时性的元素，构成语言的基本条件。只要 B词能够实现与 A词

相同的基本条件，就能够获得与 A的相同实体。（【瑞】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页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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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优势： 

 

Arguably,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preferred the epistolary form because its 

preoccupation with the creation of meaning and with questioning the received 

order was best conveyed in pluralistic, fragmented textual forms, such as 

encyclopedias, dialogues, and letters.56  

 

书信的对话特质能够提起疑问与回答疑问，对于教育读者是一个良好的工具，如

《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通信栏中〈论 Esperanto〉孙国璋致陈独秀信，在一封

信中同时回答陶孟和（1887-1960）、钱玄同、胡适（1891-1962）：“答陶先生、

答钱先生、谢胡先生”57、第五卷第二号通讯栏中〈新文学问题之讨论〉，钱玄同

亦是同时回答“朱先生、任先生”。这种多声论调适合一八九八年维新失败后，

社会对于国家改革转型的讨论，通讯栏的讨论出现便是力证。 

简言之，书信时论书信群体之扩张，其单一的双人互动关系，亦随之扩展成

多元的声音。与此同时，书信的原始特征仍为报章服务，成为一种文体优势，对

于报章导民具有很大帮助，故其成为报章的主要文体之一。 

 

 

 

 

 
56 David Herman, Manfred Jahn and Marie-Laure Ryan,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2005), 141. 

57 孙国璋，〈论 Esperanto——孙国璋致记者信〉，《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

页 1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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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书信情与辩：从感性到知性 

 

 

    余光中〈散文的知性与感性〉谈及“感性”与“知性”的两极化区分，散文

若以主客观、理性与情感为对立，则会有两者之分： 

 

所谓知性，应该包括知识与见解。知识是静态的，被动的，见解却高一层。

见解动于内，是思考，形于外，是议论。……至于感性，则是指作品中处理

的感官经验;如果在写景、叙事上能够把握感官经验，而令读者如临其景，如

历其事，这作品就称得上“感性十足”，也就是富于“临场感”（Sennse of 

immediacy）。58 

 

以中国书信传统来观造，书信散郁陶，属于感官经验的抒发，其感性的特征应大

于知性。实际上，传统的沟通书信确实如此，但读者群体扩大，仅以私人关系提

高感性成分已不足促进思想上的交流，需依赖知性来说服报章的读者。我认为书

论的感性与知性同时存在于报章，仅报章突出了知性特征，故以下将往下论述。 

 

第一节 书信体时论之情：救亡图存 

 

    前文大略所言及，过渡时期之写信者所刻画的国家危难的急迫，正是一种塑

造“临场感”意图，即感性之突出。从抒情研究的观点来看，书论之临场感刻画，

 
58 余光中，〈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余光中集》第八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页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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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通过复刻写信者身处的社会意识形态，并邀请读者参与所呈现。这种临场

感，并非个人的单向抒发，而是犹如高友工的抒情概念： 

 

（抒情）这个观念不只是某一个诗体、文体，也不限于某一种主题、题素。

广义的定义涵盖了整个文化史中某一些人(可能同属一背景、阶层、社会、时

代)的‘意识形态’包括他们的‘价值’、‘理想’，以及他们具体表现这种‘意

识’的方式。59 

 

书论里流漏出的不是写信者单方面的抒发，而是一个时代所表达的意识形态。书

信早就不是一般的鱼雁来往，而是夹杂着导民之责的书论，故书信往往都有目的

——即建立救危机意识。在未进入书论的讨论，先厘清自一八九八年以迄，救国

者所面临社会意识形态之危机： 

 

至迟从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开始，中国经历接连不断的政治大变动，建

立新政治秩序的尝试不断失败，国家的整体力量始终无法凝聚——君主立

宪、士绅政治、民族革命、共和政体、地方自治、政党政治、军阀统治，

都归于无效或化为烟尘。 60 

 

中国社会救国分子企图建立的国家凝聚力，经历多次革命都以失败告终，而其问

题症结在于中国国民意识形态无法凝聚。 

书论之出现无疑是顺应时代需求的产物，文人选择以书信凝聚“情”，皆因如

前文所言其备拉近人之间距离的特性，利于形成中国人彼此相互的同情心。其次，

 
59 高友工，《中国美典与文学研究论集》（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4），页 95。 

60 陈弱水，《公义观念与中国文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页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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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体自汉代发展起讫，文体面貌大约已奠定了下来，变化不大，具备高友工言

及之“同质性”61。概括地说，书信历经文字改革或革新派对韵诗的唾弃等，始

终保持其“尽言”的书写传统，甚至同化白话文因素，成为其进化之养分。书信

集体叙述着一种救亡图存的话语，尽管各派主张互不相容，但皆可看出各派以自

身的价值刻画出“理想”与“敌人”作为临场感之描绘手段。 

书论的优势似乎适于培养社会之同情心，以书论感性突出来救亡，看似合理，

但同情心又何以解决凝聚力涣散之问题？若能，书信又如何体现这种情感？以上

种种正是我欲图解答之疑虑。从书写传统来看，书信本就因同情心而生，其优势

在于连接人与人之间的共情： 

 

一般说来，在书信中除了那些纯属应酬性的往来信件以外，它总是有所为而

作，为了某一需要而写，而且是希望在思想感情上与对方有所交流，以引起

对方的响应或同情。62 

 

营造共情是书信与生俱来的天赋。从中国现代文学侧面看书论之写作目的，《心

灵革命：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提出现代中国文学是一种缺失话语的讨论，视文

学为情感工程，以刻画无感的基层人民来建立情感身份认同的联系，从而让中国

人对彼此形成感觉，并互相以同民族的身份相认。63同理，书信亦是同类的时代

情感工程，以刻画理想与敌人之立体，建立国民之间联系的同情心。 

 
61 陈世骧著《中国文学的文化要义》一文中谈及“同质性”(homogeneity)形容中国文学，它处于一个完

全自然生长的机体之中，外来因素在其间被持续同化，中华民族特性的生息也始终持久。（【美】陈世骧

著，张晖编，《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古典文学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页 34。） 

62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页 373。 

63【美】李海燕著、修佳明译，《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页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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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如前文所言，共同体的情感是通过理想所营造的，唯有理想的社会所带来

的好处，方能引起个人对于他人或社会的共情。书论所论及的理想不如一般议论

散文个体的大篇幅讨论，而是通过信之间的对话中显现出来的。首先便是前文言

及的编辑会通过截取书信来引导读者阅读，读者通过阅读报章认为的书信重点自

然地吸收资讯。根据表二整理出来的结果来看，《新青年》通讯栏讨论较为激烈

便是理想中国文字的部分，时至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发生前三

年，通讯栏更为激烈，编辑会以题目为来信的论战做一个分类，形成一种多声调

的议论文体。 

在每个标题的底下的论战，不妨是持反面意见的论战与赞成意见的（参见表

十二），例如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论 Esperanto〉有孙国璋（1886-1965）、钱玄

同、陶孟和三人来信，其中陶氏与孙氏持相反意见，来信辩“世界语之功用，在

今日文明诸邦，已过讨论之时代。”64这种多声的呈现中国理想并不仅限于同一刊

物，一九零三年《黄帝魂》所刊登的章炳麟（1869-1936）之作〈驳康有为书〉，

便是针对康有为刊登在《新民丛报》(第十六号)（1858-1927）之〈答南北美洲

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反驳康氏指中国不可革命之说，两封书

论跨越式地讨论了中国革新理想方式。书论不断分享国家理想之狂热，并且形成

了一种多元的声调——主张和反对汉字替换成文字、革新等（参考表二），无形

中刻画了论战的急迫感。 

 “敌人”往往是伴随着理想的刻画，书论的对话特质易于塑料对立面。敌人

之形象是写信者欲以加之，皆因其制造了被迫害的临场感，从而让读者意识自身

与国家的利益是捆绑的，即作为共同体。洋务运动失败后，爱国者急着寻找一个

凝聚国民的方法，刻画眼前的欧洲列国便是最好的凝聚中心：“在二十世纪初，

中国人最关心的公益当然是中国这个国家在外强威迫下的利益”65。这种以仇视

欧洲列国来呼吁国民团结的书信，数《游学译编》（第六期）所刊登之〈劝同乡

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1903）最为激烈：“今日吾国灭亡之风潮，诚达于极顶，

 
64
 陶履恭，〈论 Esperanto——陶履恭复孙国璋信〉，《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4），页 364。-365 

65 陈弱水，《公义观念与中国文化》，页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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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之自人曰奴灭我……俄人日奴灭我，并同洲同文本源大陆之区区目本人亦敢

隐计日奴灭我。”66欧洲列国是主要敌人之一，往后文学革命、慈禧、保皇党等皆

被用以制造国家危机的真实感（参见表三）。 

    敌人作为重要的形象来培养国民共情的重要元素，写信人甚至会塑造假想敌

来攻击自己，提高书论的关注。民初著名的伪书案，钱玄同在《新青年》（第五

卷第一号）之〈文学革命之反响〉中伪装王敬轩来信攻击文学革命67，“王氏”狂

妄的保守派形象，无疑是其为了引起关注而生。钱氏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一

号）刊登之〈驳王敬轩君信之反动〉中复戴主一来信：“王敬轩君之言，则尤为

狂妄”68其用意可想而知，即让读者感受到保守派之狂妄与威胁，从而生起危机

感。其次，《新青年》中〈读新青年〉刊登了汪懋祖的来信：“各有所其持之理由，

不务以真理争胜，而徒相目以妖，则是滔滔者妖满国中也。”69准此，即可说明形

塑敌人之手段，盛行于文学革命之论战。另有，《新青年》（第六卷四号）刊登的

〈蓝志先答胡适书〉，蓝志先（1887-1957）论中国式辩论，说明了塑造敌人的陋

习：“遇着有辩论的时候，不是各说各的，即便吹毛求疵，找些不相干的枝叶问

题，攻击一顿，落后便彼此对骂。”70蓝氏所控诉的丑恶形象，或许对论述无用，

但其所产生的危机感，对于建立的国民之间的互联性71具有一定的效果。 

 不难发现，书信体之妙不只是停留在双方对话而已，且拉入读者作为第三方，

寻求认同，具备亲近读者的特质。尤其刻画敌人与理想时，足以放大情感的渲染，

以拉近国民距离，建立新的政治秩序——以国为单位的国民。 

 
66
 佚名，〈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页 380-381。  

67 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栏中化名王敬轩致信杂志 

68 戴主一，〈驳王敬轩君信之反动——戴主一致《新青年》诸君信〉，《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上海：人

民出版社，1954），页 65。 

69 汪懋祖，〈读新青年〉，《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页 82。 

70 蓝志先，〈蓝志先答胡适书〉，《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页 411。  

71 “互联性”沟口雄三在讨论中国的“共同”是提出的，指宗族之间各小家庭之间共有的权利和利害的互

联关系，即群体之间共同利益。（【日】沟口雄三著、郑静译，《中国的公与私·公私》（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页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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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书信体时论之知性 

 

前文所言书信具备私人色彩的情感交流，是一种书信的既定印象。书信书写

自洋务运动以后,报章的出现与欧美的书写习惯传入，开始进入“反常化”的阶

段，即摆脱明清书信只写情感交流的家书习惯，突出书信议论性质。欧美的《英

语秘书学》将书信分为四大类：说明性（Demonstrative letters）,商议性（Deliberative 

letters）,司法性（judicial letters）、通俗性（Familiar Letters）72，唯有前面三种书

信的特质是经常交错在一封信里，通俗性则是较似与说明性，但仅是表达通俗的

事件，如家中事务的家书。73清末民初书信走入报章的栏目，便是一反书写通俗

情感的家书形象，变成“说明、商议、司法”三者杂糅的著作化书论。 

书信的“知性”的突出正是因为书信不再是写信者单方面的抒发情感，而是

进入到了报章的公共领域，形成一种读者与写信者沟通式讨论，正如《新青年》

以议题统整的投信与书论之间跨越刊物的对话，都是一种信与信之间的对话。一

旦书信进入了庞大读者群的公共领域，若需呼吁国民振兴行动，通俗书信的书写

方就无法再满足时代之需求，因写信者需考虑读者或许是首次接触到信中之内容，

需依赖更多的资讯。 

具议论性书信文体非清末民初才出现，《尺牍通论》指古人会以书信论学，并

称之为学术尺牍类，但此类尺牍与书论不同： 

 

在作者不过认为一时之意见，尚须征询商榷，未敢为遽定论，初无公开示人

之意”、74 

 
72 说明性书信，主要用于声明、展示、陈述事物；商议性书信则通常有目的，以书信来说服或影响收信

人，来达成某一目的；司法性书信则是与法律事务有关的，通常涉及合法、非法、有争议的讨论。（Angel 
Day, The English secretary (London: Peter. Short for C. Burbie;1599 ), 20.） 

73 Angel Day, The English secretary, 20. 

74 徐望之，《尺牍通论》，页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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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书论的反常化，是书信不是无公开之意的书写，而是为了公开而写。公开意

味着写信者需要负责更多的舆论压力，书写上的用字立意需斟酌思考方能下的定

论，列明论点等，因需避免在论战中受反对者的攻击。以论战著名的《新青年》

与《新民丛报》为例，写信者往往已知信会被群体阅读，是以都会行文中清楚列

明观点，且编辑会为来往的书信辩论附上议论文的标题（图四），以供读者阅读

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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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通信栏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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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青年》自第四卷第一号起，将来信统整起来，以设立议论标题进行分类

与回复，突出了书信的议论性质。议论之知性特质，并不是通过书论之内容而已，

其形式亦有变化。报章上的书论与议论文出现同一种列明论点之形式，以数字清

楚罗列论点或例子来表达观点（图三、表四、表五）。这种排列的方式能够让读

者更快得接受消息，特别是在辩论书信中较为常见，是写信者思想形于外的表现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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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反对世界语〉——胡适复朱有畇信75 

 
75 胡适，〈反对“世界语”——胡适复朱有畇信〉，《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

页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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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战的书论，固然不能与往日鱼雁来往之书信同日而语，因书论面对的是反

方攻击与取悦读者的需求，故其必然会往论说文的特质靠拢。过渡时期以趋向辩

体的书论较为通行。辩体书论，旨在破他人来信的主张，故经常在通讯栏出现，

表六与表七所列皆是通讯栏之辩体书论。辩体书论最为明显的特征：“文章首先

提出前人的成说，然后用“吾意不然”一语抹倒。”76写信者清楚认知面对的读者

不一定了解或阅读过书论所反驳的文章，故所引的前人成说往往比一般通俗书信

或私信来的更清楚。《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在〈反对“世界语”〉一栏，朱

有畇致信胡适（1891-1962）清楚的引用陶孟和之语来反驳：‘陶先生说：“世界

语之功用，在今日文明诸……这正是中国文化思想后于欧美之一种表象。”’（图

六）77引出原文段落逐一反驳，即是书信成为论说体的表征。 

书信的阅读群的扩张，形成了一种对话形式的知性特征，早已与“尚短隽”

的书信背道而驰。辩体在《新青年》占大多数，皆因其文体适合针对他人的主张

进行反驳，故大批文人以辩体与书信结合与他人论战。 

 
76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页 322。 

77 朱有畇，〈反对“世界语”——朱有畇致胡适信〉，《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4），页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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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反对“世界语”——朱有畇致胡适信〉78 

 
78 朱有畇，〈反对“世界语”——朱有畇致胡适信〉，页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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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而言之，书论的反常化，不仅是内容上不再如家书或友人间单方面抒发情

感，而是更有条理的厘清观点与整理篇幅，往论说文靠拢来说服读者。过渡时期

之书论是一种抒情与议论特质并重的文体，且一反以通信为目的，成为一种以导

民为目的的著作化“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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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公开与公共：书信时论政治化 

 

 

一般而言，众人皆以为书论之目的仅服务于大众，殊不知于内书论其实充

当了写信者之心理调剂。书论并非一如既往的面向观众而已，其存在似乎与写

信者的道德与救国之双重忧虑有关。本文欲以从“公开”探讨，书信如何面向

写信者，同时以一种私人关系来建立社会的“公共性”。 

 

第一节 书信隐私公开化 

 

中国社会的“公”意义繁多，其中之一便是“公开”，其具备社会性，指向共

同、公开的一面79。社会公开之公的对立面便是属于个体之隐私，两者是二元对

立的。陈弱水将“公”分为观念与语言的两种层面，“公开”正是存在于语言层

面： 

 

在中国语言，「公」几乎一直都有「公开」的意义。《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有「贿

赂公行」的话，这个「公」就是公开；《宋书．袁湛传》有言「公坐凌湛」，意思是

在公开场合凌辱袁湛。……不过，就个人侦测所及，「公」的「公开」义并没有成为

任何类型的公观念的主要内涵，也未与任何主要的社会风习或制度发生密切的连结。

80 

 

 
79【日】沟口雄三著、郑静译，《中国的公与私·公私》，页 258。 

80 陈弱水，《公义观念与中国文化》，页 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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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言及“公开”尚无与社会风气发生紧密的连结，其考证看起来似乎板上钉钉，

难以争辩，但于我而言仍有商榷之余地。其实，只要看过王汎森在〈近代中国私

人领域的政治化〉所整理三种反隐私的运动81，便知中国有公开的社会风气。其

次，除了王氏所谈之形式，过渡时期书信公开化的现象，虽过去一直都不曾被注

意，但其亦是近代公开化之主要社会风气之一。 

    书信本作为抒发个人情思的文体，属于个人隐私，与“公开”是对立的，但

因清代文人尚编书信集，往往写作时便存了公开于第三者阅读的心思82。然而，

书信著作化的风气与陈氏所言之公开仍有一定的距离，只能视为公开的苗头，因

此时著作化仅属于写信者个人心态的转变，并不意味着书信已成必然公开阅读之

读物。 

时至近代报章的成立，提供了全面公开化的平台，书信方与公开挂钩成为一

种社会风习。报馆的通信栏将书信公开化执行得最为彻底： 

 

“通信栏”最初在中国报刊出现，是带来远方消息的新闻栏目，如《万国公

报》(1874-1907)、《时务报》(1896)的“海外通信”、《安徽白话报》(1908-

1909)的“地方通信”，或公开同人信件，具有经验分享与观点倡议的“来函”、

“投函”等。83 

 

大量的书信刊登在报章上，让无关的读者阅读，成为真正意义上社会性的公开。

通过一窥表八的书信，便得知书信公开变成了一种社会风俗，文人们以报章作为

通讯的媒介，在报章公开信件沟通，作为先锋养成一种在通信栏公开信件的社会

 
81
 王汎森在〈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言及三种反隐私的运动：“乡约中的彰善纠过、检阅私人日

记、省过会”。（王汎森，〈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页 161-162。） 

82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页 200。 

83 叶韦君,〈个人经验与公共领域：《妇女杂志》通信栏研究(1915-1931)〉，页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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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气。 

通過表八所整理的例子可见，书论使用者们视书信为一种工具，在公共领域

之平台交换信息，或引起讨论，或分享他人书信，久而久之形成一种书论公开风

气。这种以书信在通信栏上交流、辩论的风气可追溯清代的论学传统。余英时

（1930-2021）认为清代特殊学术风格之形成与“嘤鸣求友”努力离不开关系，84

而过渡时期之书信便是延续友人论学传统的最佳文体媒介——“以文会友小寓与

书”85。从私底下友人间的私信来往，过渡到公开在报章上达到“同气相求”，图

求与报章读者达到共情，似乎是继承了清代学人社群间“同气相求，同声相应”

的传统心理基础86。知识人以此来扩大振兴国家之主张，同时向读者分享“公共

亲密”87来转化内心忧国焦虑。 

王氏认为公开风气是一种急于道德转化焦虑的求助，人们无法以个人力量完

成转化，故期望以公开来获得他人之检验与批评来达到道德转化。88显而易见，

书论与王氏所言无异，其作为过渡时期知识人的求助，即通过公开书信转化忧国

与道德的双重焦虑。绪论言及过渡时期的知识人犹如特里林所言，自认肩负批评

国家之责任，值得注意，这一种肩负与学者李海燕所分析民初爱国者之迷狂相似，

两者都以分享为主，且都希望获取他人反应： 

 

情人追寻一位可以向他或她吐露自己全部感觉的灵魂伴侣，与爱国者寻找可

以与他或她分享公共亲密之迷狂的民族同胞，在逻辑上是相通的。89 

 
84 余英时，〈原“序”：中国书写文化的一个特色〉，《中国文化史通释》（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10），页 120。 

85
 徐望之，《尺牍通论》，页 160。 

86 余英时，〈原“序”：中国书写文化的一个特色〉，页 120。 

87 李海燕提出“公共亲密”，认为社会所有人都是亲密的共同体，要求对他人公开自己的全部感觉，是五

四一代所反叛的那种儒家社会秩序的对立面。（【美】李海燕著、修佳明译，《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爱情的

谱系》，页 265。） 

88 王汎森，〈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页 162。 

89 【美】李海燕著、修佳明译，《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页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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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章上，知识人之书论分享国家大事，某种程度上与情人间之亲密是逻辑相同的，

而这种迷狂是知识人骨子里的道德规范。这种迷狂往往需要向群体抒发，更需要

群体的大量回应与批评，犹如第三章所言书论间的“理想”讨论，才能抚平爱国

者（写信者）内心的焦虑。 

知识人自认肩负“知而不言，其責在煦”90的责任（参考表九）。他们都认为

自身必须宣扬救国主张，督促国民去实行。显然，这是一种知识人强烈的道德规

范。通过表九所列之例子来看，知识人每当一遇见特定事件，心中想起国家与国

民，必会生起分享公共亲密之欲望，如〈与同志书〉：“留学他邦，接触見聞，

罔非可憤可悲之事，有不能不为諸君一言者。”91，他们内心中的道德欲望，使

其不得不将所见所闻告之于国民，是一种知识人导民之抱负。 

     王氏认为自明清大夫至五四运动期间，以隐私公开化来借助群众力量，促

使自身道德转化之传统从未中断92。过渡时期之书信与王氏所言相符，往往公开

书信都是向某人征求意见或呼吁行动，且不抗拒非收信人回复意见，《新青年》

上的通讯的信便是力证，尽管来信是写给刊物记者，但经常有读者来信代主编

复信，如陶孟和、孙国璋等人（参考表十二）。书论会以“征求他人意见”来改

进自己的论述与除去“暗处渣滓”，达到消解内心无从释放的救国焦虑，如《新

青年》（第五卷第一号）所刊登的〈胡适致蓝志先书〉直接说明来信公开之目

的：“所以我很希望先生肯推诚指教，点出我们壁垒不森严，武器不精良之

处。”93 

除了主张上的完善，以第三章所言之的革命风气为例，书信的公开吸引了

读者以上位者的视角观看两方的辩论，提出有关书信的辩论风度之意见。《新青

年》上有多封书信94，分别来信批评革新派的风气，指革新派在书信辩论以妖魔

 
90 佚名，<与同志书>，《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北京 : 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

店，1962），页 393。 

91 佚名，<与同志书>，页 393。 

92 王汎森，〈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页 174。 

93 胡适，〈胡适致蓝志先书〉，《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页 398。 

94 《新青年》〈读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中的〈汪懋祖致胡适信〉、〈驳王敬轩君信之反动〉（第五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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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对方，过于偏激。对此，虽然革新派里的钱玄同与陈独秀认为革命是“‘天

经地义’、不容更有异议”95，但胡适经过沉思后，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一

号）中〈读新青年〉中回复汪懋祖的信中忏悔：“我如今想来，这话似乎太偏执

了”96，胡适之沉思反省的是一种道德转化之行为，无疑是因书信公开集结了书

信者以外的人，给予的意见与督促，帮助其实现道德提升。 

书信公开化是一种个人隐私的公开，利用群众的力量帮助个体转化道德与

亡国的双重焦虑，其所形成的是以鱼雁来往之私人关系所建立的政治秩序，成

为一种公私掺杂的国家凝聚力。 

 

 

 

 

 

 

 

 

 

 

 
一号）中〈戴主一致《新青年》诸君信〉、〈新文学及中国旧戏〉（第四卷第六号）中的〈张厚载致记者

信〉等皆来信投诉文学革新派辩论风度不佳。 

95
 胡适，〈读新青年——胡适复汪懋祖信〉，《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页

83。 

96 胡适，〈读新青年——胡适复汪懋祖信〉，页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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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书信体书论之公共性 

 

 一般而言，过去皆认为书信是属于小群体之间的交流。不过，随着书信的

公开，知识人针对国家兴亡之议论声音流入公共领域，小群体的讨论亦随之扩

张。报章作为一个思想交换的公共领域，书信作为桥梁连接了读者与写信人思

想领域，将读者的声音带进了公共领域，使讨论声音更为多元。不难发现，报

章书论正在以公开化来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即“公共性”，来弥补凝聚力涣散的

社会问题。 

 所谓“公共性”是中国“公”概念之延伸物，通过沟口雄三尾针对日本与

中国的“公共”的比较讨论，便能察觉中国的“公”之独特性： 

 

日本的公的共同、公共的内涵，是我们在福泽的“户外公共之事”、“与公家无缘

的子弟”等等说法中所看到的某种领域性;而中国的“共同”，是“一样干”、“一

起干”，这种相连关系。我想将它们分别称为领域的共同和互联的共同。97 

 

显然第二章所谈的凝聚力便是这一种“一起干”公共性，其不同与公开化作为

社会思想观念，它仅是“公”语义发展的其中一义98，故中国社会并无认真实

践。作为附属的语义，造成了中国长期以来国民与国家互联不强之问题，国民

认为其责任在于宗族事务而已，而国家事务则是当权者的责任，与己无关，久

而久之便形成社会公共精神匮乏。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

1932）《中国人的性格》言及公共设施反映了中国国民缺乏公共精神之问题，即

 
97 【日】沟口雄三著、郑静译，《中国的公与私·公私》，页 75。 

98 陈弱水，《公义观念与中国文化》，页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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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经常将道路的石子与城墙的砖块偷走私用，造成公共设施之破旧。99 

书信的媒介作用能够解决国民凝聚力不足的问题，其主要方法便是凸显其

互联性。公开信通常都会针对一个群体，以呼吁他们行动救国，将一种身份的

人引进公共领域的讨论之中。根据表十的整理，公开信针对国民群体较为多，

其余都是根据职业、地区、年龄。尽管，公开信群体有多种，但究其根本在于

写信者欲将自以为无关事的读者拉近公共领域的讨论，攻法子之<敬告我乡人>

（《浙江潮》，第七期）证明了当时写信人的目的：“抑某所言者，非仅为浙江一

省而已，全中国之地方某願以同一之言告之，并願諸省以同一之方法行之。”100

公开信会呼吁特定群体响应特定行动来救国，且不停的强调国民责任与国家存

亡的直接关系： 

 

 

自今以往，若犹不思整頓扩充，則虽日日言中国改革，改革之实終不可

举，而諸君之放弃国民責任咎无可辞。101 

（〈敬告我乡人〉攻法子，1903） 

合一乡之人而立一学堂，合一族之人而立一学堂，协力同心，众擎易举。

各有子弟，各有国家，安得不共担責任哉。102 

（〈与同志书〉佚名，1903） 

 

书论以个人身份参与国事讨论与针对群体的读者，取代了以国君为中心“公”，

 
99 Arthur Henderson Sm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cago: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1894),108-111. 

100 攻法子，<敬告我乡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1962），页 497。 

101 攻法子，<敬告我乡人>，页 497。 

102 佚名，<与同志书>，页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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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种将人人都纳入讨论的公共性。然而，仅以公开信凸显在公共领域凸显

国民身份，仍不足以让读者行动加入讨论。唯有公开管道之的设立，国民才能

真在公共领域上发声讨论。 

 报馆责任在于导民，不仅是反映世界的真实面貌，而是帮助社会建立影响

力的共同实体。以《新民丛报》之名家谈丛的〈饮冰室师友论学笺〉为例，主

编会刊登读者来信，以此呼吁更多读者来信讨论。另外，还设立了〈国闻短

评〉栏目，读者以来信补充国外资讯，帮助报章教育人民，如〈尺素五千纸〉

（图三）、〈尺素五十纸〉、〈尺素六十纸〉、〈尺素七十纸〉等。《新民丛报》以接

受来信刊登，无疑是利用各地读者之来信，助其达成导民之目的，其所实践正

是全民之公共性。 

其次，部分刊物主编甚至会以回复来信，来吸引读者参与讨论，如《新青

年》一九一六年的主编陈独秀通过刊登不同的文章与回信来吸引国民来信参与

讨论： 

 

表（十一）：《新青年》书信讨论表 

以较为轰动的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为例，提及的改良文学的八个主张，一刊

登便引起社会的众论。这篇文章出现以后引起了报章上许多的来信，先是引来

钱玄同、曾毅等人提出意见与反驳，尔后如雪球般的扩张，主编陈独秀帮助胡

适回应曾毅反驳，胡适与钱玄同之间又互相讨论，形成不同人之间的双人公开

讨论。后期出版的《新青年》亦有大量有关文学改良的书信议论题目，如〈新

文学之运用〉、〈新文学之问题讨论〉等（参考表十二），都是针对胡适所言之文

学改良做出回应等。表（十二）所罗列的书信题目便是主编根据来信题材与针

对收信人进行的分类，这些书信本只是来信分享个人主张或回复他人看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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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几位轮流主编钱玄同、胡适、陈独秀等人的策划，如以个人主张复信或伪

装来信人等，刺激了域外的读者来信一起讨论。 

虽说，叶韦君认为伪信对于研究者有难度，但是其的确能够得到社会激烈

的回响。103从钱玄同伪装王敬轩来信攻击革新派引起的批评与讨论来看，的确

激进的来信能引起别人的注意，因为无论读者或写信人都能明确感受事情的保

守派威胁，从而来信参与讨论或抨击，如戴主一、汪懋祖、蓝志先来信讨论革

命态度等。书信大量的来往于公共领域，常常会吸引读者来信参与讨论，成为

一种书信形成的公共性。 

 杜威（John Dewey，1858-1952）言及双人交互行为，往往能够产生一种公

共精神，而这种精神便是过渡时期之书信通过“救亡图存”之意识所营造的： 

 

When A and B carry on a conversation together the action is a trans-action: both 

are concerned in it; its results pass, as it were, across from one to the other. One 

or other or both may be helped or harmed thereby. But, presumably, the 

consequences of advantage and injury do not extend beyond A and B; the activity 

lies between them; it is private. Yet if it is found that the consequences of 

conversation extend beyond the two directly concerned, that they affect the 

welfare of many others, the act acquires a public capacity……104 

 

书信的对话本属于两人的私人活动，但是往往谈及的利益与伤害都是集体，正如

公开信针对国民留学、支助保皇、读书等的讨论，都正在说明个人责任对于国家

的重要性。其次，第二章言及私信来往的“理想”与“敌人”的刻画，皆是以刻

画临场感，让自以为无关之读者感受集体利益与伤害。通过书信来往的讨论与策

 
103 叶韦君,〈个人经验与公共领域：《妇女杂志》通信栏研究(1915-1931)〉，页 56。 

104 John Dewey,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2016),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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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回应，使得读者清楚自己是国家兴亡之影响者，来信参与公共领域之讨论，

从而杜威所言之公共能力便形成了。 

更有趣的是，公共领域是“公”，所论之事皆属众人之事，或可说是与人众

人相关之政府事物，与他相对的是具有民间意思是“私”105，但过渡时期却以

私人关系通信来建立公共领域的秩序，无疑是一种“公中带私”。无可否认，

“公中带私”置放在过渡时期其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因以私人之鱼雁来往

的确能够更为紧密与迅速地连接涣散的社会，建立社会“公共性”来对抗亡国

危机。 

 

 

 

 

 

 

 

 

 

 

 

 

 
105 （陈弱水所分类的公之“类型一”：“既然“公”的一個主要涵義是政府、朝廷或政府事務，與它相

對的「私」，就有民間的意思。”陈弱水，《公义观念与中国文化》，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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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书信文体拥有稳定的发展基础，无论社会制度与风气上，已有完善的传承，

故其得以传承至清末民初。虽说，书信体时论承接“尽其本心”的书写传统，体

裁题目上无如诗赋等之约束，更易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但私人书信局

限于有限的两人互动关系中，无疑是难以负荷清末民初之时代需求。书信唯有外

延公共领域，方能救亡，故书论颠覆了以往“迅速、保密”106的要求，意味着不

再只服务二人的互动关系，往往是通过前者来公开处理群体的互动关系。 

知识文人为了形塑中国人的公共精神，以书论作为媒介，先将人人引入公共

领域中。书信由编辑与写信者合力“书写”吸引读者的目光，再凸出其时间，让

读者主动地捕捉“与我有关”的当下瞬间。无疑，这种互动关系的本质变化，似

乎毫无影响书信的传统特征之优势，在处理庞大的读者群时，书信仍能够抒发本

心，且以处理信息之优势达到公共领域的双向抒发。过渡时期书信体时论，本在

尽心，本在救亡图存，成为一种时代集体发声的媒介。 

书信文体具备陈世骧所言之“同质性”，在书写个体之情感外，其稳定性吸收

时代变化与需求，内化成书信材料，书论所谈之“理想”与“敌人”皆是时代的

材料，以及以建立过渡时代之凝聚力为目的之手段，可见书信之影响力业已超越

二元关系。梁启超谈及报章之功用言：“大抵国民识字多者，当利用报纸”107，报

章所针对读者皆是的知识读者，然书信是作为报章一种反常化的教导，与一般演

说和学校单向的输出不同，其图求的是一种群体式互动。以此作为前提，其书写

的形式亦随之改变，不再写单方面抒情的书信，以议论题目统整书信，书信体裁

亦趋向辩题发展，整体上以对话与辩论需求为主，显然与私信无论在形体或本质

已有不同。 

书信是私密的，单向抒情，也是个人，仅仅发挥处理私人关系的功能，不具

备任何教导的天赋，可书信时论则不然，书论是面向是公开的，双向抒情，也是

 
106
 陈五云，《书信大全》（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页 14。 

107 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文明普及之法〉，《梁启超全集》第二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8），页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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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的。书论通过在公共领域发声，实践知识人的自我责任，是一种个体的道德

与救国焦虑的转化，而鱼雁公开来往则是知识人之“嘤鸣求友”心理欲望的体现，

以扩张大讨论关系转化内心救国孤独与焦虑。与此同时，书论来往去除“暗处渣

滓”，形成了一种全民合作的公共性，诚如杜威所言： 

 

Many private acts are social; their consequences contribute to the welfare of the 

community or affect its status and prospects. In the broad sense any transaction 

deliberately carried on between two or more persons is social in quality. It is a form 

of associated behavior and its consequences may influence further associations.108 

 

书信的互动被公开，两人之间私人行为的互相影响，扩展至公共领域里的读者，

最终形成一种公众，即互联的中国国民群体。这种互动的扩展，使得读者加入通

信栏中的讨论，以来信回复报章上的书信，成为一种以书信作为媒介来加入“救

亡图存”的公共精神。 

 

书信的真诚特质随着书写环境的转换，其“本在尽言”的功能亦因救亡图存

的意识形态而改变： 

 

'I sincerely believe' has less weight than 'I believe'; in the subscription of a letter, 

'Yours sincerely' means virtually the opposite of 'Yours'.109 

 

诚如特里林所言及真诚贬值，欧美书信敬语“Yours sincerely”不再呈现一种真诚

 
108 John Dewey, The Public and its, 67. 

109 Lionel Trilling, 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 , 26. 



  47 

的语义，而是在真诚消失的时代作为一种强调写信人真诚的符号。过渡时期的书

信亦然，以书信文体传统抒情与尽言来建立一种政治秩序，其中写信人与编辑有

意识的去引导读者，已不再是真诚的表现，书信也沦为一种强调真实、真诚、救

亡图存的著作化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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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一）：报章上具编辑痕迹的书信 

 

书信题目 写信者 杂志 年份 

〈致大隈重信书〉 梁启超 东亚时论 1898 

〈辨革命书〉 康有为 新民丛报 1902 

〈东海公来简〉 黄遵宪 新民丛报 1902 

〈章太炎来简〉 章太炎 新民丛报 1902 

〈法时尚任斋主人复简〉 黄遵宪 新民丛报 1902 

〈水苍雁红馆主人来简〉 黄遵宪 新民丛报 1902 

〈尊疑先生复简〉 严复 新民丛报 1902 

〈致寿孝天函〉 蔡元培 

浙 江 旅 沪

学 会 《 会

刊》 

1910 

《致汪兆铭函》 蔡元培 旅欧杂志 1917 

曾毅致陈独秀信 曾毅 新青年 1917 

《日本人之文学兴趣》——T.F.C. 生致胡适信 
T.F.C. 

生 
新青年 1918 

《汉文改革之讨论》——张月镰致《新青年》诸君信 张月镰 新青年 1918 

《中国文字与 Esperanto》——姚寄人致记者信 姚寄人 新青年 1918 

《中国文字与 Esperanto 》——胡天月致钱玄同信 胡天月 新青年 1918 

《文学革命与文法》——周祜致钱玄同信 周祜 新青年 1918 

《改良文学与更换文学》——胡适致张耘信 胡适 新青年 1918 

〈严几道先生致候疑始书〉 严复 灵学丛志 1918 

〈致钱玄同先生论注音字母书〉 吴敬恒 新青年 1918 

〈致军政府暨国会书〉 孙中山 民国 1918 

〈写白话与用国音〉——郭惜霒致钱玄同信 郭惜霒 新青年 1919 

〈改良文学与更换文学〉——张耘致胡适信 张耘 新青年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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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书信标题 讨论领域 年份 

1.  〈论小说及白话韵文〉 改良白话韵文 1917 

2.  

〈新文学与今韵问题〉 

采用新名字、改良现代

诗歌韵谱、废除无价值

文章（寿序、祭文、挽

对、墓志） 

1917 

3.  〈esperanto〉 世界语之可行性 1918 

4.  〈新文学与新字典〉 提倡俗语应用文 1918 

5.  〈四声〉 现代文字的发声 1918 

6.  
〈句读符号〉 

繁简二式的标点符号使

用方法 
1918 

7.  
〈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 

废灭汉文之由、世界语

之必要 
1918 

8.  〈论 Esperanto〉 推行世界语方法 1918 

9.  〈新文学及中国旧戏〉 改良旧文学与旧戏剧 1918 

10.  〈文字改革及宗教信仰〉 中国宗教的正当性、标

点符号用法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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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新文学问题之讨论〉 

四种文字革命、反对罗

马拼音取代汉字 
1918 

12.  

〈革新文学及改良文字〉 

白话文法、罗马字母拼

中国音之可行、文字横

行排列 

1918 

13.  〈论句读符号〉 以文字取代标点符号 1918 

14.  〈反对注音字母〉 注音字母三大坏处 1918 

15.  

〈劝读杂志〉 

革新者应读现代记载，

注重现代趋势与知识才

能救国 

1918 

16.  
〈文学上之疑问三则〉 

白话文与文学用语的适

应 
1918 

17.  

〈文学改良与孔教〉 

男女平权、爱情关系、

西方名词中译、改良孔

教 

1918 

18.  〈新文体〉 兼取新旧文字之价值 1919 

19.  
〈文学革命与文法〉 

培养使用新文字的国民

心理 
1919 

20.  〈英文“SHE”：字译文之商榷〉 英文“女性”他的翻译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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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1917 年至 1918 年《新青年》关于文学与文字讨论的通信专栏标题 

 

 

 

 

 

 

 

 

 

 

 

 

 

21.  〈白话诗的三大条件〉 现代诗的标准 1919 

22.  
〈关于新文学的三件要事〉 

创立文学范本、设立教

科书、审定今韵 
1919 

23.  〈同音字之当改与白话文之经济〉 同音字之问题 1919 

24.  〈中文改用横行的讨论〉 文字排列之方便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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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作

者 

报章 年份 刻画敌人 

清廷、慈禧 

〈致日本东邦协会书〉 梁

启

超 

东亚时报 1898 皇上本非西后亲生之子，当

其即位之时，不过拥为虚名，

而西后自专朝柄。皇上虽在

位二十四载，而于君主应享

之权利，实未尝一日能享之

也。皇上年既渐长，而外患亦

日深。数年以来，屡思发愤改

革，皆见制于西后。凡皇上有

所亲信之人，西后必加谴逐。 

〈复依田百川君书〉  康

有

为 

知新报 1899 勸上收攬大權太監寇良材，

亦谓西后归政于皇上。西后

后大怒，長汪文安诸君，逐皆

贬谪，寇良材被杀，甚至二妃

被杖而上於是乎幾幾废矣

幸…… 

〈上振贝子书〉 叶

恩 

新民丛报 1902 今朝廷之于民也，如防盜賊，

如待奴隶，既不大行改革，授

人民議政之权，而又日夜抽

捐，敲膏吸髓，嚼尽其財，利

則无有，害則尽归于民，乐則

无有，苦則尽归于民。民虽至

愚，岂其堪此！ 

欧洲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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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湖南人〉 陈

天

华 

苏报 1903 试思东三省归俄、广西归法，

英、日、美、德能甘心乎？瓜

分实策，数月间事也。斯时诸

君怅怅何之？欲图抵抗乎？

抵抗死也；欲作顺民乎？杀

顺民者亦有人也 

〈东京留学四川学生为

川汉铁路事敬告全蜀父

老〉 

四

川

留

学

生 

新民丛报 1904 呜呼！今者列强之灭国新法，

实行于中国各省骎骎，逐及

我蜀父老其知之否耶，何谓

灭国新法？昔之灭国人国

者，墟其社焉、潴其宫焉、废

置其君相焉，系累其子弟焉，

今也不然。 

保皇党 

〈敬告同乡书〉 孙

中

山 

檀山新报 1903 此书乃康有为劝南北美洲华

商不可行革命，不可谈革命，

不可思革命，只可死心踏地

以图保皇立宪，而延长满洲

人之国命，续长我汉人之身

契……“古今来忘本性、味天

良，去同族而事异种、舍忠义

而沩汉奸者， 不可胜计，非

独康梁已也 

〈复某友人函〉 孙

中

山 

警钟日报 1904 顷保皇党出大阻力，以搤弟

之行事。彼所用之术，不言保

皇，乃言欲革命，名实乖舛，

可为僇笑。惟彼辈头领，多施

诈术以愚人，谓保皇不过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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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实亦革命，故深中康毒者

多盲从之。 

〈驳保皇书〉 孙

中

山 

檀山新报 1904 盖保异种而奴中华，非爱国

也，实害国也 

〈致公堂重订新章要

义〉 

孙

中

山 

民报 1905 今又有所谓倡维新，谈立宪

之汉奸以推波助澜，专尊满

人而抑汉族，假公济私，骗财 

肥己。 

文学革新派与保守派 

〈文学革新与青年救

济〉——钱玄同复邓萃

英信 

钱

玄

同 

新青年 1918 不料一九一一年革命以后，

上有哀皇帝，下有一班死不

尽的遗老、遗少 

〈五毒〉 爱

真 

新青年 1918 世界上有五种最大的毒物—

(一)国家主义;(二)宗教主

义;(三)家族主义;(四)资本

制度;(五)污浊思想 

〈保护眼珠与换回眼

珠〉——陈大齐致钱玄

同信 

陈

大

齐 

新青年 1918 现在我们中国人苦于没有辨

别力，不知道哪种是粪，哪种

不是粪 。若想阻止 

表（三）：1918 年至 1919 年书信中的敌人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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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写信者 年份 

〈新青年记者答程师葛信〉 新青年记者 1916 

〈莫芙卿致陈独秀信〉 莫芙卿 1916 

〈胡适致陈独秀信〉 胡适 1916 

〈陈独秀致《新青年》记者函〉 陈独秀 1917 

〈张护兰致陈独秀信〉 张护兰 1917 

〈俞颂华致陈独秀信〉 俞颂华 1917 

〈五月十夜胡适致陈独秀信〉 胡适 1917 

〈陶履恭致陈独秀信〉 陶履恭 1917 

〈钱玄同致陈独秀信〉 钱玄同 1917 

〈刘半农致陈独秀信〉 刘半农 1917 

〈二十世纪第十七年七月二日钱玄同致胡

适〉 
钱玄同 1917 

〈答 ITM〉 陈独秀 1917 

〈程振基致记者信〉 程振基 1917 

〈新文学与今韵问题〉——钱玄同致刘半农

信 
钱玄同 1917 

〈论小说及白话韵文〉——胡适致钱玄同信 胡适 1917 

〈答陈独秀先生《有鬼论质疑》〉 易乙玄 1918 

〈陈独秀复易乙玄信〉 陈独秀 1918 

〈中国文字与 Esperanto〉——姚寄人致记者

信 
姚寄人 1918 

《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钱玄同致陈独

秀信 
钱玄同 1918 

〈新文学问题之讨论〉——朱经白致胡适信 朱经白 1918 

〈新文学问题之讨论〉——胡适致经农信 胡适 1918 

〈新文学及中国旧戏》——张厚载致记者信 张厚载 1918 

〈五毒〉——爱真致记者信 爱真 1918 

〈文学上之疑问三则〉——张效敏致钱玄同

信 
张效敏 1918 

〈文学革命之反响〉——刘半农复王敬轩君

来信 
刘半农 1918 

〈论 Esperanto〉——陶履恭复孙国璋信 陶履恭 1918 

〈论 Esperanto〉——孙国璋致记者信 孙国璋 1918 

〈鬼相之研究〉——王星拱致莫等信 王星拱 1918 

〈革新文学及改良文字〉——朱我农致胡适

信 
朱我农 1918 

〈革新文学及改良文字〉——胡适复朱我农

信 
胡适 1918 

〈反对注音字母〉——朱有畇致胡适信 朱有畇 1918 

〈esperanto〉——钱玄同致孟和先生信 钱玄同 1918 

〈五月十五日钱玄同致陈独秀信〉 钱玄同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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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与新字典〉——沈兼士致钱玄同信 沈兼士 1918 

〈句读符号〉——钱玄同致记者信 钱玄同 1918 

〈周作人答蓝志先书〉 周作人 1919 

〈蓝志先答胡适书〉 蓝志先 1919 

〈胡适答蓝志先书〉 胡适 1919 

〈中文改用横行的讨论〉——钱玄同致陈大

齐信 
钱玄同 1919 

〈英文“SHE”：字译文之商榷〉——周作人

复钱玄同信 
周作人 1919 

〈新文体〉——查钊忠致钱玄同信 查钊忠 1919 

〈同音字之当改与白话文之经济〉——胡适

复陈懋治信 
胡适 1919 

〈同音字之当改与白话文之经济〉——陈懋

治致胡适信 
陈懋治 1919 

〈拳术与拳匪〉——鲁迅复陈铁生信 鲁迅 1919 

〈关于新文学的三件要事〉——钱玄同复潘

公展信 
钱玄同 1919 

〈关于新文学的三件要事〉——潘公展致钱

玄同信 
潘公展 1919 

〈白话诗的三大条件〉——俞平伯致记者信 俞平伯 1919 

表（四）：《新青年》通讯栏的罗列内容的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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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写信者 杂志 年份 

〈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 佚名 游学译编 1903 

〈东京留学四川学生为川汉铁路事敬

告全蜀父老〉 

东京留学生群

体 

新民丛报 
1904 

〈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 沧江(梁启超) 国风报 1910 

〈对外宣言书〉 孙中山 
《天铎报》、

《民立报》 
1912 

〈劝告北军将士宣言书〉 孙中山 临时政府公报 1912 

〈复参议会论国旗函〉 孙中山 临时政府公报 1912 

〈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 佚名 游学译编 1903 

表（五）： 其他报章罗列内容的书信 

 

题目 写信者 杂志 年份 

〈论教育书〉 严复 外教报 1902 

〈辨革命书〉 康有为 新民丛报 1902 

〈敬告我同业诸君〉 梁启超 新民丛报 1902 

〈敬告当道者〉 梁启超 新民丛报 1902 

〈驳康有为书〉 章炳麟 黄帝魂 1903 

〈敬告同乡书〉 孙中山 檀山新报 1903 

〈驳保皇书〉 孙中山 《檀山新报》 1904 

〈驳保皇书〉 孙中山 檀山新报 1904 

〈与黄君书〉 严复 庸言 1914 

〈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 陈独秀 新青年 1916 

〈驳王敬轩君信之反动〉 戴主一 新青年 1918 

〈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

南函〉 
蔡元培 《公言报》 1919 

表（六）：其他报章的辩体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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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题目 写信者 杂志 年份 

〈答王庸工（国体）〉 陈独秀 新青年 1915 

〈汪叔潜致陈独秀信〉 陈独秀 新青年 1916 

〈陈独秀复胡适信〉 陈独秀 新青年 1916 

〈胡适致陈独秀信〉 胡适 新青年 1916 

〈程师葛致杂志社信〉 程师葛 新青年 1916 

〈常乃德致陈独秀信〉 常乃德 新青年 1916 

〈陈独秀复常乃德信〉 陈独秀 新青年 1916 

〈答陶孟和〉 陈独秀 新青年 1917 

〈二月十五日钱玄同致陈独秀信〉 钱玄同 新青年 1917 

〈曾毅致陈独秀信〉 曾毅 新青年 1917 

〈四月九日胡适致陈独秀信〉 胡适 新青年 1917 

〈再答俞颂华信〉 陈独秀 新青年 1917 

〈五月十夜胡适致陈独秀信〉 胡适 新青年 1917 

〈陶履恭致陈独秀信〉 陶履恭 新青年 1917 

〈陈独秀致陶孟和信〉 陈独秀 新青年 1917 

〈钱玄同致陶孟和信〉 钱玄同 新青年 1917 

〈陈独秀复俞颂华信〉 陈独秀 新青年 1917 

〈论 Esperanto〉——陶履恭复孙国璋反驳 陶履恭 新青年 1918 

〈新文学及中国旧戏〉——张厚载致记者 张厚 新青年 1918 

《谈论中国文化戏》——胡适复豂子君 胡适 新青年 1918 

〈文字改革及宗教信仰〉——钱玄同致陈独

秀信 
钱玄同 新青年 

1918 

〈文字改革及宗教信仰〉——刘半农复王敬

轩君来信 
刘半农 新青年 

1918 

〈答陈独秀先生《有鬼论质疑》〉 陈独秀 新青年 1918 

〈陈独秀复易乙玄信〉 陈独秀 新青年 1918 

〈胡适复汪懋祖信〉 胡适 新青年 1918 

〈新文学问题之讨论〉——任鸿隽致胡适信 任鸿隽 新青年 1918 

〈新文学问题之讨论〉——胡适复任鸿隽信 胡适 新青年 1918 

〈论 Esperanto〉——区声白致陶孟和信 区声白 新青年 1918 

〈反对 Esperanto〉——朱我农致胡适信 朱我农 新青年 1918 

〈对于朱我农君两信的意见〉——钱玄同致

胡适信 
钱玄同 新青年 1918 

〈中国文字与 Esperanto〉——张效敏致钱

玄同信 
张效敏 新青年 1918 

〈文学改良与孔教〉—— 张寿朋写给记者  张寿朋 新青年 1918 

〈鬼相之研究〉——王星拱致莫等信 王星拱 新青年 1918 

〈新文体〉——查钊忠致钱玄同信 查钊忠 新青年 1919 

〈新文体〉——钱玄同复查钊忠信信 钱玄同 新青年 1919 

〈拳术与拳匪〉——鲁迅复陈铁生信 鲁迅 新青年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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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术与拳匪〉——陈铁生致鲁迅信 陈铁生 新青年 1919 

〈文学革命与文法〉——钱玄同致 S.F君信 钱玄同 新青年 1919 

〈文学革命与文法〉——周祜致钱玄同信 周祜 新青年 1919 

《英文“SHE：字译文之商榷》——周作人

复钱玄同 
周作人 新青年 1919 

〈梁巨川先生的自杀〉——梁漱溟致陈独秀

信 
梁漱溟 新青年 1919 

〈写白话与用国音〉——钱玄同复郭惜霒信 钱玄同 新青年 1919 

〈蓝志先答胡适书〉 蓝志 新青年 1919 

〈周作人答蓝志先书〉 周作人 新青年 1919 

〈胡适答蓝志先书〉 胡适 新青年 1919 

表（七）《新青年》通讯栏的辩体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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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作

者 

报章 年份 引用原文 类别 

〈上粤督李

傅相书〉 

梁

启

超 

清议报 1900 “而此书所言，又

知其必不为公累，

故除邮寄钧览之

外，更布之于各报

馆，幸勿为怪。” 

形成投信风

气、以公开信

件引起讨论 

〈守常自乐

亭寄〉 

李

大

钊 

甲寅 1917 “抵里以来，纷于

亲朋之访问，未遑

执笔为吾报作通

讯。” 

形成投信风

气 

〈二月十五

日钱玄同致

陈独秀信〉 

钱

玄

同 

新青年 1917 “倘得借杂志余

幅，以就教于胡君” 

以报章通讯

的媒介 

〈读新青年〉

——汪懋祖

致杂志社信 

汪

懋

祖 

新青年 1918 “顷在《季报》中见

足下的信，因足下

不曾直寄本社，故

转登于此。” 

转载他人公

开信件以回

复、以报章作

为通讯的媒

介 

〈革新文学

及改良文字〉

——朱我农

致胡适信 

朱

我

农 

新青年 1918 “我已拿来登在本

期 《新青年》上 ， 

并附有答书”  

转载他人公

开信件以回

复、以报章作

为通讯的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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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反对注音

字母〉——朱

有畇致胡适

信 

朱

有

畇 

新青年 1918 “前几天我寄交先

生的书籍和信，此

刻想已经登览了” 

形成投信风

气 

〈致《公言

报》函并答林

琴南函〉 

蔡

元

培 

《北京

大学日

刊 》、

《 新

潮 》、

《公言

报》 

1919 “读本月十八日贵

报，有《请看北京大

学思潮变迁之近

状》则，其中有林琴

南君致鄙人一函” 

以报章作为

通讯的媒介 

〈改良文学

与更换文学〉

——胡适致

张耘信 

胡

适 

新青年 1919 “张君这封信（《改

良文学与更换文

学》——张耘致胡

适信）有许多话未

免太过，但他所说

的大旨，都很有讨

论的价值，故登在

此处，供大家讨

论。” 

形成投信风

气、分享书信

以引起讨论 

表（八）：书信成为一种公开习惯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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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作者 报章 年份 引用章节 

〈敬告我国民〉 梁启超 新民丛报 1903 “吊年非吉祥善事也，吾亦恶其非吉

祥善事也，故有所欲陈于我国民。” 

〈劝同乡父老

遣子弟航洋游

学书〉 

佚名  游学译编 1903 “湖北张君艇煦与同乡書有云：‘知

而不言，其責在煦；言而不行，責在

諸君子。’某則謂父老之必无不行

也；而或不行者，則又某之言之有不

尽之罪也。” 

〈与同志书〉 佚名  游学译编 1903 “留学他邦，接触見聞，罔非可憤可

悲之事，有不能不为諸君一言者。” 

〈敬告我乡人〉 攻法子 浙江潮 1903 “某是以不待煩言为諸告。某有言之

責，諸君有行之責。” 

〈复张之洞书〉 沈翔云 黄帝魂 1904 “惟是公既不憚煩言，吾党亦何忍不

举所知，繩愆剃謬，以附忠告” 

〈绝命书〉 陈天华 民报 1905 夫空談救国，人皆厌聞。能育如鄙人

者，不知凡几！以生而多言，或不如

死而少言之有效乎？至于待至事无

可，始从容就死，其于鄙人誠得矣，

其于事何补耶？今期鮮非无死者，而

鮮終亡 

〈留别粤语中

父老昆弟书〉 

孙中山  中央党务

月刊 

1918 文则以为吾粤之所以为全国重者，不

在地形之便利，而在人民进取性之坚

强;不在物质之 进步，而在人民爱国

心之勇猛。 

表（九）：知识人有“言之责”的例子 

 

 

 



  67 

题目 作者 报刊 年份 类别 

〈敬告我同业诸君〉 梁启超 新民丛报 1902 针对报馆群体 

〈敬告当道者〉 梁启超 新民丛报 1902 针对“公仆”（官员） 

〈敬告留学生诸君〉 中国之

新民 

新民丛报 1902 针对留学生群体 

〈敬告我国民〉 梁启超 新民丛报 1903 针对国民 

〈敬告我乡人〉 攻法子 浙江潮 1903 针对浙江、全中国之地

方 

〈敬告同乡书〉 孙中山 檀山新报 1903 针对国外保皇会同乡 

〈敬告湖南人〉 陈天华 苏报 1903 针对湖南同胞 

〈与同志书〉 佚名 游学译编 1903 针对蜀父老 

〈劝同乡父老遣子弟

航洋游学书〉 

佚名 游学译编 1903 针对国民 

〈东京留学四川学生

为川汉铁路事敬告全

蜀父老〉 

东京留

学生群

体 

新民丛报 1904 针对革命同志 

〈敬告我同志〉 吴樾 民报 1907 针对汉族同胞 

〈敬告我同胞〉 吴樾 民报 1907 针对全滇父老 

〈敬告全滇父老缴款

赎路意见书〉 

宋嘉珍 云南杂志 1908 针对实业商人 

〈敬告国中之谈实业

者〉 

沧 江 

(梁启

超) 

国风报 1910 针对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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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预备立宪敬告政

府及国民〉 

汪康年 刍言报 1910 针对国民 

〈敬告伦议长〉 汪康年 刍言报 1911 针对议长 

〈敬告全国同胞〉 蔡元培 民立报 1913 针对国民 

〈敬告各省议会〉 蔡元培 民立报 1914 针对议员 

〈敬告青年〉 陈独秀 新青年 1915 针对青年 

表（十）：公开信针对的群体类别 

 

 

表（十一）：《新青年》书信讨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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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卷第一号（1917） 

〈论小说及白话韵文〉 胡适致钱玄同信 

钱玄同致胡适信 

〈新文学与今韵问题〉 钱玄同致刘半农信 

刘半农致钱玄同信 

〈自由恋爱〉 刘延陵致陈独秀信 

陈独秀致刘延陵信 

第四卷第二号（1918） 

〈esperanto〉 陶孟和致钱玄同信 

〈新文学与新字典〉 沈兼士致钱玄同信 

钱玄同致沈兼士信 

〈四声〉 李锡余致钱玄同信 

钱玄同致李锡余信 

〈句读符号〉 钱玄同致致记者信 

第四卷第三号（1918） 

〈注音字母〉 吴敬恒致钱玄同信 

钱玄同致吴敬恒信 

〈新文学之运用〉 俞慧殊致杂志社信 

刘半农致俞慧殊信 

〈文学革命之反响〉 王敬轩君来信 

刘半农复王敬轩君来信 

第四卷第四号（1918） 

〈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 钱玄同致陈独秀信 

陈独秀复钱玄同信 

胡适复钱玄同信 

〈论 esperanto〉 孙国璋致记者信 

钱玄同复孙国璋信 

陶履恭复孙国璋信 

胡适复孙国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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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学〉 林玉堂致钱玄同信 

钱玄同复林玉堂信 

〈日本人之文学兴趣〉 T.F.C. 生致胡适信 

第四卷第五号（1918） 

  

〈论文学改革的进行程序〉 

吴敬恒〈致钱玄同先生论注音字母

书〉 

盛兆熊致胡适信 

胡适复盛兆熊信 

第四卷第六号（1918） 

〈新文学及中国旧戏〉 张厚载致记者信 

张厚载再致记者信 

胡适复张厚载信 

钱玄同复张厚载信 

刘半农复张厚载信 

陈独秀复张厚载信 

〈文字改革及宗教信仰〉 南丰美以美会基督徒致陈独秀信 

钱玄同复南丰美以美会基督徒信 

陈独秀复南丰美以美会基督徒信 

第五卷第一号（1918） 

〈文学革新与青年救济〉 邓萃英致钱玄同信 

钱玄同复邓萃英信 

〈读新青年〉 汪懋祖致杂志社信 

胡适复汪懋祖信 

〈驳王敬轩君信之反动〉 戴主一致《新青年》诸君信 

钱玄同复戴主一信 

第五卷第二号（1918） 

〈答陈独秀先生《有鬼论质疑》〉 易乙玄来信 

〈新文学问题之讨论〉 陈独秀复易乙玄信 

朱经白致胡适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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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复朱经农信 

〈新文学问题之讨论〉 任鸿隽致胡适信 

胡适复任鸿隽信 

钱玄同复任鸿隽、朱经农信 

〈革新文学及改良文字〉 朱我农致胡适信 

胡适复朱我农信 

〈论 esperanto〉 区声白致陶孟和信 

陶孟和复区声白信 

陈独秀复陶孟和信 

〈论 esperanto〉 孙国璋答陶、钱、胡先生信 

钱玄同复孙国璋信 

第五卷第三号（1918） 

〈论句读符号〉 慕楼君致胡适信 

胡适复慕楼君信 

胡适致觉僧君信 

〈对于新青年之意见种种〉 Y.Z. 来信 

刘半农复 Y.Z. 信 

第五卷第四号（1918） 

〈反对注音字母〉 朱有畇致胡适信 

〈反对 Esperanto〉 朱有畇致胡适信 

胡适复朱我农信 

〈对于朱我农君两信的意见〉 钱玄同致胡适信 

〈“脸谱”——“打把子”〉 张厚载致记者信 

钱玄同复张厚载信 

〈论《新青年》之主〉 易宗夔致陈独秀、胡适信 

陈独秀、胡适复易宗夔信 

〈劝读杂志〉 张崧年致记者信 

第五卷第五号（19178） 

〈esperanto〉 唐俟致胡适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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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复唐俟 信 

〈论中国旧戏之应废〉 周作人致钱玄同信 

钱玄同复周作人信 

〈文学上之疑问三则〉 张效敏致钱玄同信 

吴敬恒复张效敏信 

钱玄同复张效敏信 

胡适复张效敏信 

〈汉文改革之讨论〉 张月镰致《新青年》诸君信 

钱玄同复张月镰信 

〈中国文字与 esperanto〉 姚寄人致记者信 

钱玄同复姚寄人信 

〈中国文字与 esperanto〉 胡天月致钱玄同信 

钱玄同复胡天月信 

第五卷第六号（1918） 

〈文学改良与孔教〉 张寿朋致记者信 

周作人复张寿朋信 

陈独秀复张寿朋信 

〈鬼相之研究〉 莫等致陈独秀信 

王星拱致陈独秀信 

陈大齐致陈独秀信 

陈独秀复莫等信 

〈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 陈大齐致钱玄同信 

钱玄同复陈大齐信 

〈五毒〉 爱真致陈独秀信 

陈独秀复爱真信 

〈文字改革会与国语报纸〉 朱墉谨致独秀、适之、玄同信 

〈罗马字与新青年〉 孙少荆致钱玄同信 

钱玄同复孙少荆信 

〈答 Y.Z. 君〉 刘半农致 Y.Z. 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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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卷第一号（1918） 

〈横行与标点〉 陈望道致《新青年》诸子信 

钱玄同复陈望道信 

〈“黑幕”书〉 宋云彬致钱玄同信 

钱玄同复宋云彬信 

〈中国文字与 esperanto〉 区声白致钱玄同信 

钱玄同复区声白信 

〈新文体〉 查钊忠致钱玄同信 

钱玄同复查钊忠信 

〈摆脱奴隶性〉 王禽雪致陈独秀信 

陈独秀复王禽雪信 

〈修辞学的题目〉 黄 介 石致陈独秀信 

陈独秀复黄介石信 

〈美术革命〉 吕澄致记者信 

陈独秀复吕澄信 

第六卷第二号（1919） 

〈拳术与拳匪〉 陈铁生致鲁迅信 

鲁迅复陈铁生信 

〈姚叔节之孔经谈〉 SF 君致记者信 

钱玄同致 S.F 君信 

〈文学革命与文法〉 周祜致钱玄同信 

钱玄同复周祜致信 

〈英文“SHE”：字译文之商榷〉 钱玄同致信周作人信 

周作人复钱玄同信 

钱玄同复周作人信 

〈esperanto〉 周祜致钱玄同信 

钱玄同复周祜信 

〈Esperanto 与现代思潮〉 凌霜致钱玄同信 

钱玄同复凌霜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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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学改革之意见二则〉 葬铭氏致《新青年》诸君信 

钱玄同复葬铭氏信 

第六卷第三号（1919） 

〈白话诗的三大条件〉 俞 平伯致记者信 

胡适复俞平伯信 

〈论译戏剧〉 T.F.C. 生致胡适信 

胡适复 T.F.C. 生信 

〈改良文学与更换文学〉 张耘致胡适信 

胡适复张耘信 

〈日本留学生与日本文学〉 傅 彦长致胡适信 

胡适复傅 彦长信 

第六卷第四号（1919） 

〈讨论：贞操问题—拼音文字问题一革新家态

度问题〉 

胡适致蓝志先书 

蓝志先答胡适书 

周作人答蓝志先书 

蓝志先答周作人书 

胡适答蓝志先书 

〈梁巨川先生的自杀〉 梁漱溟致陈独秀信 

胡适复梁漱溟信 

〈鬼相与他心通〉 佚名来信 

王抚复信 

陈大齐复信 

〈关于新文学的三件要事〉 潘公展致记者信 

钱玄同复潘公展信 

〈同音字之当改与白话文之经济〉 陈懋治致胡适信 

胡适复陈懋治信 

钱玄同复陈懋治 信 

〈写白话与用国音〉 郭惜霒致钱玄同信 

钱玄同复郭惜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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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改用横行的讨论〉 钱 玄同致陈大齐信 

陈大齐复钱玄同信 

表（十二）： 书信议论题目底下的来往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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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图（一）：1902 年《新民丛报》第十三号〈东海公来简〉首段部分被裁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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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1902 年《新民丛报》第十三号〈东海公来简〉尾段与〈章太炎来

简〉首段被裁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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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通信栏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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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反对“世界语”〉——胡适复朱有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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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反对“世界语”〉—— 朱有畇致胡适信 


